
千年镜鉴照初心
——《史记》中的政绩观

王爱军

上津云客户端

看往期电子报
文史7 2026年5月25日 星期一 责编：赵润琴 美编：孟宪东周

刊

躬身为民 泽被苍生

方为政绩之本

“制国有常，利民为本”，为政者当以民心为心，以
民生为要。司马迁在《史记》中以无数人物事迹反复诠
释一个朴素的道理：政绩的根本在为民，政绩的考官是
百姓，而不是上级的眼色、显赫的官位。

西门豹治邺的故事出自《史记·滑稽列传》，早已成
为为民谋利的经典范本，流传千古。彼时的邺城，漳水
泛滥，百姓流离，更有地方豪强与巫祝勾结，借“河伯娶
妇”之名残害民女、搜刮民财，让本就困苦的百姓生活
雪上加霜。西门豹赴任之后，先“会长老，问之民所疾
苦”，沉下身子体察民情，摸清了地方积弊的根源。到
了河伯娶妇之日，西门豹亲临现场，戳破骗局，在场的
廷掾与豪长者“皆叩头，叩头且破，额血流地，色如死
灰”，百姓从此摆脱了迷信的枷锁。西门豹深知，除弊
只是治邺的开端，兴利才是安民的根本。他随即主持
开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真正变水患为
水利。施工之时，百姓曾因“治渠少烦苦”而不愿参与，
西门豹坦言：“民可以乐成，不可与虑始。今父老子弟
虽患苦我，然百岁后期令父老子孙思我言。”果然，水渠
修成后，邺城的贫瘠土地变成了沃野良田，原本含盐碱
的“恶田”得以改良，百姓从此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西
门豹离开之后，邺城百姓世代守护着他修造的水渠，感
念着他的恩德，这份政绩，早已刻进了百姓的心中。

与西门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史记·酷吏列传》中
的张汤。张汤身居高位，深谙为官之道，却始终将揣摩
上意放在首位，将百姓疾苦抛之脑后。他办案断狱，
“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与
监史轻平者”。意思是说，他所审理的案件，如果是皇
帝有意要加罪惩处的，就交给执法严苛、善于罗织罪名
的监史去办理；如果是皇帝有意要宽释赦免的，就交给
执法宽和、判案公平的监史去处理。张汤执政的思路
很清楚，一切以皇帝的喜好为标准，为了追求“显赫政
绩”，甚至不惜罗织罪名、制造冤案。他身居廷尉之位，
看似办案无数、威名赫赫，实则不过是迎合上意的工
具，他的“政绩”，建立在百姓的疾苦之上，营筑在朝堂
的权术之中。最终，张汤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而他
所谓的“政绩”，也早已被历史所唾弃。

司马迁将西门豹与张汤置于不同列传，一褒一贬，
一扬一抑，早已将自己的政绩观藏于其中。政绩不是
做给上级看的表演，不是写在文书上的数字，而是落在
百姓身上的实惠，是记在百姓心中的口碑。躬身为民，
方能行稳致远；心系百姓，方能成就真正的政绩。

不图眼前 利在长远

方见政绩之真

“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在司马迁的笔
下，真正的为官者，从来都不是急功近利的功利之徒，
而是目光长远的有识之士。
《史记·萧相国世家》记载，汉高祖刘邦率领大军攻

入咸阳之时，“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一众将
领争先恐后地抢夺府库中的金银珠宝、绫罗绸缎，唯有

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将旁人眼
中无用的简牍文书视作珍宝般妥善收藏。后来“项王
与诸侯屠烧咸阳而去”，咸阳城化为一片焦土，诸多财
物化为灰烬，唯有萧何收藏的律令图书得以保全。也
正因如此，“汉王所以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
处，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图书也”。这份远见，为刘
邦集团日后统一天下、安定百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萧何的举动，看似没有立下一时的战功，却在无形中影
响了楚汉相争的走向、奠定了西汉王朝的立国根基。
正是凭借着这些图籍，刘邦才能在楚汉相争中洞悉天
下局势，才能在定鼎天下后迅速制定国策、安抚百姓，
让久经战乱的天下早日恢复生机。刘邦曾盛赞萧何：
“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饟，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这
短短十余字，道尽了萧何的卓著功绩。后来萧何高居
相国之位，始终以天下为念、以长远为计，不追求一时
的功名利禄，只专注于打基础、谋长远的实事。他制定
《九章律》、删减秦朝苛法、安抚百姓、劝课农桑，让汉初
的社会迅速稳定，经济逐渐复苏，为“文景之治”的盛世
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制度与物质基础。

而萧何之后的曹参，更是将这份长远的政绩观发
挥到了极致。《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曹参接替萧何
为相后，没有急于烧“三把火”，没有刻意另起炉灶、改
弦更张，而是奉行“萧规曹随”，一切遵循萧何旧制而不
随意变更。他选任官吏，皆“择郡国吏木诎于文辞、重
厚长者”，斥退那些苛察多言、追求虚名之徒；他身居相
位，“日夜饮醇酒”，看似无所作为，实则是深知汉初百
姓久经战乱，急需休养生息，最忌朝令夕改、扰民劳
民。百姓歌之曰：“萧何为法，顜若画一；曹参代之，守
而勿失。载其清净，民以宁一。”意思是说，萧何制定法
令，明确公正、整齐划一；曹参接替他为相，遵守法度、
不随意更改；秉持清静无为之治、不扰民生，百姓因此
安定和睦、民心归一。这质朴的民间歌谣，便是对曹参
政绩最公允的评价。

萧何与曹参的故事，如同一面历史明镜，照见了急
功近利的短视，也彰显了谋定长远的理政智慧。在司
马迁看来，真正的政绩，从来都不是“一时之利”，而是
“万世之益”；不是个人的功名私誉，而是天下的长治久
安。为官者，当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也要有“功
成必定有我”的格局，多做打基础、利长远、惠后世的实
事，少做急功近利、劳民伤财的虚功，如此，方能留下真
正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绩。

求真务实 不慕虚名

方守政绩之正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司马迁笔
下推崇的为官贤者，从来都不是那些虚有其表、华而不
实的形式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躬身力行的实干家。

子产治郑，载于《史记·循吏列传》。子产是春秋时
期郑国的贤相，也是司马迁心中循吏的典范。彼时的
郑国，地处晋、楚两大强国夹缝之中，外有“强国环伺、
动辄被兵”的生存危机；内则因郑昭君任用宠臣徐挚而
致“国乱，上下不亲，父子不和”的乱象，国势岌岌可危，
百姓颠沛流离。子产临危受命，出任国相。他没有沉
迷于繁文缛节的礼仪排场，没有刻意粉饰表面太平，而
是以务实的理政态度，直面郑国的积弊，推出一系列切

中时弊、惠及民生的改革举措：整顿田制，“使都鄙有章，
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划定公卿士大夫的土地
疆界，保障百姓的土地权益；兴办学塾，推行教化，让百姓
知礼明义；完善法度，“铸刑书于鼎”，将律法公之于众，使
百姓有法可依、官吏有法可循；摒弃朋党纷争，秉持仁爱
之心，调和卿大夫派系矛盾，稳固国内政局。子产的改
革，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没有哗众取宠的表面举
措，却如春雨润物，件件落在实处、处处关乎民生。在他
的治理下，郑国一改往日的混乱局面，内乱平息、边患减
少，百姓安居乐业，国势日渐安定强盛，即便身处晋、楚两
强之间，亦能自保自立，赢得了诸侯尊重。子产辞世之
时，郑国百姓痛哭流涕，如丧至亲，“丁壮号哭，老人儿
啼”。百姓的眼泪，是对其政绩最真切的肯定；百姓的怀
念，是他一生务实勤政、为民造福最好的褒奖。司马迁评
价子产“为人仁爱人，事君忠厚”，这份仁心与赤诚，便藏
在他脚踏实地的实干之中，藏在他不慕虚名的坚守之中。

与子产齐名的孙叔敖官至楚国令尹，位极人臣，也始
终保持求真务实的本色，一生勤政为民、不谋私利、不慕
虚名。他执掌楚国政务期间，深知农业是国家根本、百姓
生计所系，于是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作为治国重中之
重。他主持修建芍陂（今安丰塘，“陂”是古代对水库或塘
堰的称呼），引淠水入陂，灌溉万顷良田，使江淮之地成为
楚国重要粮仓，这项水利工程比都江堰、郑国渠早约三百
年，至今仍泽被江淮百姓；他整顿吏治、轻徭薄赋、安抚百
姓，以务实理政智慧安定国政、涵养民力。《史记》记载了
他处理民生问题的两则经典案例：楚庄王改小钱为大钱，
导致“市乱，民莫安其处，次行不定”，市场秩序大乱、百姓
生计受扰，孙叔敖当即奏请恢复旧币制，“下令三日而市
复如故”；二是楚人惯用矮车，庄王欲强令改高，孙叔敖以
“令数下，民不知所从”为由，改为让闾里加高街巷门槛，
“乘车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数下车”，半年间百姓自觉改乘
高车，政令润物无声、政通人和。孙叔敖辅佐楚庄王成就
霸业，治政功绩卓著，楚庄王多次欲封赏其肥沃封地、厚
赐俸禄，孙叔敖皆辞而不受，主张为官当以百姓为先、社
稷为重，不谋个人名禄，坚决拒绝以名利标榜自身政绩。
司马迁将孙叔敖列为《循吏列传》之首，称其“秋冬则劝民
山采，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乐其生”，这是对他求
真务实、不慕虚名政绩观的至高肯定。

子产与孙叔敖，身处不同的诸侯国，有着不同的境遇，
却有着相同的为政初心与政绩理念：真正的政绩，无关虚
名、不涉私利，它藏在百姓的衣食之中，藏在国家的发展之
中，藏在脚踏实地的实干之中。二人都坚守着“求真务实，
不慕虚名”的为政准则，都以民为本、以实干为要，最终都
实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目标，也印证了一
条朴素而深刻的为政真理：政绩的本质，从来
不是名利的标榜，而是百姓的认可；为
官的正道，从来不是虚浮的作
秀，而是务实的坚守。

清廉守节 为民担当

方铸政绩之魂

清廉是立身之本，担当是
为官之责。在《史记》的政绩
观中，清廉与担当，从来都是
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唯有

以清廉守节为底线，以为民担当为追求，才能成为一
名真正的好官。

汲黯，汉武帝时期的名臣，其事迹载于《史记·汲郑列
传》。汲黯为人刚直不阿，历任东海太守、主爵都尉等职，
位列九卿，以清廉著称，“不治产业，死后家无余财”。他
不仅洁身自好、清廉守节，更有着一颗为民担当的赤子之
心。有一次，汲黯奉命前往河内郡巡察火灾灾情，路过河
南郡时，发现当地正遭遇饥荒，不禁为之痛心疾首。古代
交通不便，若按常规流程上奏朝廷、等候诏旨批复，往返
迁延之间，不知会有多少百姓在饥饿中死去，“迟一日，则
多一日之殇；缓一刻，则添一刻之痛”。假若“矫制（假传
圣旨）”开仓放粮，依汉律轻则罢官流放，重则株连宗族。
在个人安危与万千百姓生死之间，汲黯毫不犹豫地选择
了舍己为民。他手持皇帝赐予的符节，果断下令打开河
南郡的官仓，发粮赈济饥民，因此救活了万千百姓。后来
他对同僚坦言当时的初衷：“天子置公卿辅弼之臣，宁令
从谀承意，陷主于不义乎？且已在其位，纵爱身，奈辱朝
廷何！”汲黯在返回长安后，入宫奏事，归还符节，坦然请
罪：“臣过河南，河南贫人伤水旱万余家，或父子相食，臣
谨以便宜，持节发河南仓粟以振贫民。臣请归节，伏矫制
之罪。”汉武帝得知事情的原委后，感念其忠直爱民，赦免
了他的罪责。后来武帝与近臣论及汲黯，感慨道：“古有
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意思是说，古代所说的能与
国家休戚与共、以身许国的社稷之臣，汲黯足以当之。这
句评价，是汉武帝对汲黯最高的肯定，也是对他为民担
当、舍生取义的最好诠释。

载于《史记·宋微子世家》的比干，是商王太丁之子、商
纣王叔父，身居少师（相当于丞相）之位，位高权重却始终
清廉自守，不恋权位、不谋私利。他从政四十余年，始终摒
弃浮华虚名，不与朝中奸佞同流合污，即便面对商纣王的
残暴无道，也绝不因一己安危曲意逢迎，以毕生坚守恪守
为官初心与臣僚节操。商纣王后期沉迷酒色、残害百姓，
加重赋税徭役，搜刮民脂民膏，致使民不聊生、饿殍遍野，
朝堂上下人心惶惶。彼时，微子数谏不听便离国而去，箕
子劝谏无果佯装癫狂避祸，比干见之慨然直言：“君有过而
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于是连续三天强谏纣王，痛陈其
暴政之害，劝其“轻赋税、抚百姓、远奸佞、整朝纲”，字字忠
直、句句为民，只为挽救濒临覆灭的殷商社稷，护千万百姓
周全。比干的强谏触怒了纣王，《史记·殷本纪》记载：“纣
怒曰：‘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比干以身殉
道、以命谏君，用生命践行了清廉守节、为民担当的誓言。
孔子赞其与微子、箕子为“殷有三仁焉”，这份赞誉，是对其
一生忠直守节、舍生为民的至高定论。

汲黯居九卿之位，“家无余财”，临危矫制救民，舍身
赴义而不谋虚名；比干居少师之位，清廉自持、不与奸佞
同流，以身死谏，为护百姓而舍生取义。他们虽所处时代
迥异、境遇不同，却以同样的清廉守节、为民担当为我们
诠释了何为值得推崇、受人赞誉的政绩观：为官者，当以
清廉为底色，守住初心，不越底线；当以担当为己任，心系
百姓，勇挑重担。唯有如此，才能成为百姓心中的好官，
才能留下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政绩。
《史记》蕴含的政绩观，绝非竹简之上的空洞教条，而

是植根于民生、践行于治政的立身准则。它以“为民”为
根、以“长远”为脉、以“务实”为骨、以
“清廉担当”为魂，昭示后人：真正的
政绩，从来都是经得起人民检验、
历史评判的实绩，是镌刻在百
姓心底、留存于岁月长河的精
神丰碑。时至今日，这份跨
越千年的智慧，依然是
新时代党员干部树立
和践行正确政绩
观的宝贵历史
镜鉴。

雅称藏夏韵 典籍寄流年
卜庆萍

在汉语的词库里，夏天从来不是单薄的两个字，它
被层层雅称包裹，藏着节气的流转、草木的荣枯、人心
的温凉。那些散落在典籍与诗行里的称谓，如同一串
温润的珠玉，串起中国人对盛夏最细腻的感知，让每一
段暑热时光，都有了专属的名字与风骨。

翻开《尔雅·释天》，最先遇见夏天的古典正名：朱
明。“春为青阳，夏为朱明，秋为白藏，冬为玄英”，四字
定四季，色与气相融，境与意共生。朱，是赤日炎炎的
底色，是榴花照眼的明艳；明，是天光敞亮的坦荡，是万
物昭苏的清朗。朱明二字，道尽夏季的核心气质——
阳气极盛，光华四照，天地间没有半分晦暗，唯有热烈
与坦荡。古人以正色定名，把季节的性格刻进称谓里，
让夏天一出场，便带着灼目的仪式感。

由朱明延伸衍化，便有了朱夏。西晋傅咸在《舜华
赋》中写“逮朱夏而诞英”，木槿逢夏绽放，灼灼其华，恰与
朱夏之名相映。夏季五行属火，色尚赤，朱夏二字，既合

五行之道，又藏物象之美。它不只是季
节的代称，更是一幅浓
墨重彩的画卷：赤日

当空，绿荫匝地，荷风送香，蝉鸣满树，所有蓬勃的生命，
都在这个以“朱”为名的季节里，肆意舒展、盎然生长。

夏天的时序之美，藏在三夏与九夏的称谓里。农
历四月孟夏、五月仲夏、六月季夏，三月相连，故称三
夏。古乐府有“情知三夏熬，今日偏独甚”，直白道出暑
热的绵长。而夏季历九十日，古人将每十日称为“一
旬”，因此夏季共九旬，便有了九夏之名。陶渊明慨叹
“日月推迁，已复九夏”，将时光流转的匆遽与夏日漫漫
的悠长融为一体。三夏是时序阶段的递进，九夏是岁
月光阴的计量，古人以数字记录时间，让抽象的季节有
了清晰的轮廓，每一段夏日时光，都可感、可触、可忆。

长夏与长嬴，是夏天最温婉柔和的别称。长夏，因
夏日昼长夜短、天光缱绻而得名，张耒笔下的“长夏村

墟风日清”，写尽乡野夏日的清幽与闲适。长嬴则出自
《尔雅》，“嬴”通“盈”，意指万物充盈、繁盛生长。夏季是
生命的狂欢，草木疯长，禾苗拔节，虫鸟齐鸣，一切生命都
在肆意充盈，长嬴二字，道破夏天的本质——这是一个属
于生长与丰盈的季节，天地以宽厚之怀，育万物之盛。

夏日的风物，也化作了专属称谓，槐序便是其中最
清雅别致的一个。槐树夏日开花，花穗垂挂，暗香浮
动，成为盛夏极具标志性的景致，古人便以槐序代指夏
季。“山园槐序，绿阴浓处晓莺啼”，清人陆求可的词句，
赋予槐序鲜活的画面感：浓荫蔽日，莺声婉转，暑气被
绿荫过滤，只剩清凉与诗意。以花木代称季节，是中国
人独有的浪漫，把自然风物的灵秀气韵，揉进季节的称
谓里，让夏天平添几分温婉与雅致。

节气是夏天的脉搏，也为夏日称谓注入
了人间烟火。立夏是夏天的开篇，“斗指东

南，维为立夏，万物至此皆长
大”，立夏节气，宣告

春去夏来，
万物步入生

长繁盛的快车道。小满渐盈，芒种农忙，夏至昼长，小暑
启热，大暑极盛，六大节气次第铺展，串联起夏天完整的
节律。每一个节气称谓，都藏着自然的密码与农耕的智
慧。而夏天的另一雅称“炎节”，则直白点出夏季的气候
特质，热气蒸腾，暑气漫漫，却也在这份炽热里，蕴藏着生
命最旺盛的力量。

还有昊天，是古人对夏日长空的敬畏之称。“春为苍
天，夏为昊天，秋为旻天，冬为上天”，夏日天穹高远，元气
博大，阳光炽烈，故以昊天名之。杜甫《夏夜叹》中的“昊天
出华月，茂林延疏光”，写尽夏夜长空的澄澈与辽阔。昊天
不单是夏日长空的称谓，更彰显了夏天的气度——高远、
博大、包容，承载着世间所有的热烈与温柔、喧嚣与宁静。

这些称谓，是古人与夏天对话的方式，是藏在文字深
处的自然哲学。它们不只是简单的季节代称，更是对夏
日意蕴的深度解读：朱明写其色，长嬴状其态，三夏记其
时，槐序绘其景，炎节言其性。每一个称谓，都凝聚着古
人对自然的观察、对生活的热爱，让夏天不再是冰冷的时
间节点，而是有温度、有色彩、有风骨的生命意象。

如今我们常说“夏天”，简洁直白，却少了几分古典的
韵味。但那些藏在典籍里的古老称谓，从未远去。当我们
念起朱夏，便会想起赤日榴花；说起槐序，便忆起绿荫莺
啼；谈及长夏，便深感岁月悠长。这些称谓，如同岁月留存
的书签，夹在时光的书卷之中，提醒我们：自然有大美，文
字有深情，每一个季节，都值得被温柔冠名、诗意相待。

称谓里的夏天，是诗意氤氲的夏天，是文脉沉淀的夏
天，更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自然情怀。它让我们身处
暑热蒸腾的夏日，依然能从古典文字中寻得一缕清凉，从

传统文化中觅得一份风雅，读懂夏天的热烈盛放，
亦读懂生命的丰盈向上。

“泽流后世”“载其清净，民以宁一”“王者以民人为天，而民人以食为

天”，翻开《史记》，那些载入青史的人物与故事，早已跨越千年时空，为后

世为官治政树立了典范。司马迁以史家之笔、赤子之心，在字里行间为后

世阐释了何为真正的政绩，何为为官者的初心与使命。


